
 

2020年商标评审案件行政诉讼情况汇总分析 

 

一、2020年应诉基本情况 

2020 年，商标局评审部门裁决案件总计 35.83 万件，全年

共收到一审应诉通知 14977 件，一审应诉量占裁决总量的

4.18%，与上一年相比基本持平。共收到二审应诉通知 5933 件，

比去年略有增加。此外，随着评审应诉统计功能正式上线运行，

我局上诉的相关数据得以进行统计，2020 年我局不服一审判决

上诉的案件共计 713 件，但考虑到部分案件存在我局和当事人

同时上诉情形，因此，二审诉讼数量并非二审应诉和我局上诉

的简单相加，而是应略少于二者相加之和。2020 年进入最高人

民法院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听证程序或再审程序的案件

939件，与上一年相比，再审案件数量增长幅度较大。 

2020 年商标评审部门共收到一审裁判文书 15211 件，其中

判决 14708 件，裁定 503 件，与本年度一审应诉数量相近。在

上述 14708 件判决中，败诉判决共计 3621 件，与上一年相比减

少了近 500 件，其中因情势变更导致败诉的案件 2179 件，与上

一年相比数量则有明显增加。考虑到以裁定方式结案的案件实

质上并未对被诉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将其作为败诉率统计基数

似乎失之准确，故本年度的评审案件败诉率统计将仅针对判决

数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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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评审案件总体败诉率为 24.62%，刨除情势变更后的

实际败诉率则仅为 9.8%，与上一年 13.9%的实际败诉率相比出

现明显下降。2020 年评审部门收到二审裁决数量 6460 件，其

中判决 6293 件，比上一年增加了近 1000 件，其中败诉案件

2256 件，因情势变更导致败诉的案件 983 件，刨除情事变更后

的败诉率为 20.2%1。收到再审判决及裁定 847 件，其中判决

230 件，裁定 617 件。在全部再审判决中，因情势变更改判的

案件多达 169件，是上一年的四倍有余。 

二、主要特点 

（一）评审案件的一审被诉率稳中有降，败诉率明显下降 

尽管评审裁决数量持续增长，但近三年的被诉率稳中有降，

接近 96%的案件在评审程序中得到了有效处理，一方面体现了

行政裁决模式在解决纠纷中的便捷与高效，另一方面也表明行

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现行法律适用规则为当事人提供了较稳定

的预期，从而有效减少了涌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数量。考虑到

2020 年的败诉率统计未将裁定作为基数之一，在败诉数量不变

但基数减少的情形下，从统计规则上看败诉率应略有升高，但

实际情况是败诉率不升反降，实质败诉率由去年的 13.9%下降

为今年的 9.8%。这一统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商标评审部门

和法院在法律适用标准上日趋稳定和统一，法律适用的稳定性

大大促进了商标行政纠纷在源头得到化解，在客观上起到了诉

1本统计亦未将裁定数量作为基数。 

 2 

                                                   



源治理的效果。 

   以下为 2018-2020年评审案件三审级诉讼情况列表： 

年度 
裁决总量 

（万件） 
应诉量（万件） 应诉占比 

2018 26.52 1.15 4.3% 

2019 33.71 1.43 4.2% 

2020 35.83 1.5 4.2% 

    

以下为 2020年一审判决分类统计： 

案件类型 判决总量 
败诉量 

（情势变更败诉） 

败诉率 

（刨除情势变更） 

驳回复审 9500 2594(2147) 27.3%(4.7%) 

不予注册复审 

（含异议复审） 
174 16(6) 9.2%(5.7%) 

无效宣告 3636 680(26) 18.7%(18%) 

撤销复审 1398 331 23.7% 

合计 14708 3621 24.6%（9.8%） 

另外，以往的诉讼分析在比较本年度与上年度不同原因败

诉情况的变化时通常采用百分比形式，但考虑到 2020 年情势变

更败诉数量的持续增加以及实际败诉率较大幅度的下降，不同

原因败诉的占比被进一步压缩到很小的数值，由此导致仅从百

分比变化上看差异不明显，因此，为了更加直观地体现两个年

度不同原因败诉情况的变化，本次分析将采用具体数量比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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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以下为近两年一审分原因败诉案件数量对照表（件）： 

败诉原因 2019 2020 

30条情势变更 1777 2179 

30条标识近似 444 187 

30条商品类似 177 100 

30条引证商标权利人注销 93 104 

30条共存协议 110 114 

10.1.7误认 137 100 

10.1.8不良影响 43 28 

10条其他  25 13 

11条显著性 114 64 

13条驰名商标 172 112 

15条代理人和特定关系人抢注 41 15 

16条地理标志  0 4 

32条在先权利（益） 85 37 

 32 抢注  36  37 

44.1欺骗和其他不正当手段 138 145 

撤销复审使用证据  527 331 

程序及其他 65 51 

  

（二）再审案件数量持续快速增长，因情势变更导致改判

的情形愈发突出 

    2020 年再审案件数量增幅与之前相比明显加大，在评审裁

决数量和一、二审应诉数量大体稳定的情形下，启动再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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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由过于宽泛应该是导致再审数量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很

多当事人将程序进行到底的原因就在于对情势变更情形存有期

待，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怀有期待的再审申请人都没能等到

自己想要的结果。因此，2020 年收到的 617 份再审裁定中，因

裁判时引证商标权利状态仍未确定而导致驳回再审申请的绝不

在少数。无论是驳回再审申请还是基于情势变更改判，此类欠

缺技术含量的简单案件大量涌入再审程序，使再审程序异化为

普通的司法救济程序，有违诉讼程序设计的本意，而且会在一

定程度上损害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导致终审不终。  

三、具体原因分析 

尽管评审裁决应诉率和败诉率的双降表明行政机关和法院

的法律适用标准日趋一致，但仍有部分案件存在法律适用标准

模糊或分歧较大的情形，我们将针对部分情形展开具体分析。 

（一）关于《商标法》10.1.7条款的适用 

2020 全年因 10.1.7 败诉的案件数量共计 100 件，其中驳

回复审败诉 74 件，几乎占据了驳回复审案件绝对事由败诉的半

壁江山，考虑到败诉、被诉以及行政裁决之间在数据上的比例

关系，不难推知涉 10.1.7 条款的驳回复审案件数量应该相当可

观。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地提升评审案件质量，更好地指引申

请人的商标申请行为，行政机关理应对该条款的适用予以更多

关注。无独有偶，北京知产法院今年 3 月也专门发布了涉“欺

骗性”驳回复审案件的审理情况，根据情况通报可知，知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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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自成立以来收到的涉“欺骗性”条款的驳回复审案件占商标

驳回复审行政案件收案总数的 3.1%，而近三年该类案件知产法

院维持被诉决定的比例为 81.3%2。但与商标评审案件的整体败

诉率相比，涉“欺骗性”驳回复审案件近 19%的败诉率远高于

近三年评审案件的实质败诉率。即使考虑到统计口径存在差异，

涉“欺骗性”条款的驳回复审案件败诉率较高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充分说明申请人和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

对 10.1.7 条款的理解存在不小的分歧。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地

提升评审案件审理质量，为申请人的商标申请行为提供行之有

效的指引，通过对过去三年间的相关败诉案件进行整理汇总，

我们发现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1、与“显著性”条款的适用辨析 

在驳回复审案件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欺骗性”条款和

“显著性”条款同时适用的情形，特别是在涉及到申请商标是

否含有指定使用商品的原料时。例如第 17545725 号 商标

驳回复审案，诉争商标指定使用在第 5 类“枸杞、医用营养食物、

医用营养饮料、药酒”等商品上，我局认为该商标的注册同时违

反了 10.1.7 和 11.1.2；一审判决未支持关于“欺骗性”的认定，

但维持了我局关于“仅直接表示原料”的认定；二审判决则全面

支持了我局的两项认定，认为如果含有上述原料就构成 11.1.2

2《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严整”涉“欺骗性”条款案件》，https://mp.weixin.qq.com/s/l8-am2X0BbFa_8PBEFix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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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情形，如果不含有该原料，则构成 10.1.7 所指的“欺骗”

情形上；但在再审过程中，关于 10.1.7 的认定再次出现反转，

最高院认为诉争商标系描述性表达，仅成立 11.1.2，不致引起

误认 3。类似的典型案例还有第 10926158 号“鱼倍健”商标无

效宣告案 4、第 14188729 号“歌单”商标无效宣告案 5，以及

“政采云”系列商标驳回复审案和“供港”系列商标无效宣告

案 6。 

商标不得注册的绝对事由条款本身就是一种类型化产物，

立法者将不得注册的绝对事由分门别类，在类型化过程中，立

法者更关注的是主要和常见特征，而现实情况复杂多样，不同

条款在非主要或非常见特征上存在交叉的情形难以避免。因此，

当实践中遇到两个条款适用情形分界不明时，应当在明晰两条

款据以类型化的理据后再选择更合适的条款予以适用。 

“欺骗性”条款和“显著性”条款的区别在于：首先，从

性质上看，10.1.7 系禁用条款，不仅不得注册，而且不得使用；

而“显著性”条款则仅是禁注条款，虽然不能注册但不禁止使

用。其次，从法律后果上看，前者对于不得注册的评价是绝对

的，后者则具有相对性，因为第 11 条第 2 款规定了可以通过使

3详见（2017）京 73 行初 1948 号、（2017）京行终 4911 号和（2018）最高法行申 9952 号 
4详见（2019）京 73 行初 5674 号、（2020）京行终 3603 号。 
5详见（2020）京 73 行初 1436 号。 
6在“政采云”商标系列驳回复审案件中，商标评审部门针对大部分商标适用 11.1.3 驳回，少数适用 10.1.7 驳
回，而在一审程序中，对于适用 11.1.3 驳回的，法院有部分支持和不支持两种态度，但无一例外要求评审
部门适用 10.1.7 进行审查；有趣的是，对于评审部门适用 10.1.7 驳回的，法院又认为应适用 11.1.3 进行审
查。在“供港”商标系列无效宣告案中，商标评审部门适用.1.7 和 11.1.2、11.1.3 对诉争商标予以无效宣告，
两审法院以“供港”并非固有词汇为由，认定诉争商标既不具有欺骗性，也不缺乏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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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获得显著性。最后，从实际使用效果上看，“欺骗性”条款所

要求的误认应当是程度较为严重的误认，是可能给相关消费者

造成某种实质性损害的误认。例如申请注册在食品上的商标如

果含有“硒”或“有机”字样，消费者不可避免地会认为指定

使用商品含有硒元素或者是以有机方式种植生产从而产生购买

欲望，如果这种表述具有欺骗性，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当然无法

得到满足，这种误认就属于对消费者造成实质损害的情形。有

些申请人在复审理由中会以表述真实为由进行抗辩，但基于商

标注册审查程序防患于未然的制度价值，10.1.7 的适用并不以

实际误认为要件，因此，在既无法确认描述真实性也无法进行

事后监管的情境下，商标授权机关以存在误认的可能性为由驳

回注册申请符合程序设计的本意。我们在此提醒商标申请人注

意，不要在商标中对指定使用商品的关键成分或特殊功效进行

描述，以免遭遇 10.1.7 驳回的风险。而实践中常见的对品质和

特殊功效无影响的原料描述，或者对质量特点的非具体、笼统

性的描述，由于描述的非关键性和模糊性，理性消费者通常不

会因此对指定使用商品产生特殊期待，因而也就不易被误导，

损害当然无从谈起，这种情形的注册申请适用“显著性”条款

进行审查更为妥当，例如曾经的“上好佳”案和“American 

Standard”案。在 商标驳回复审案中，诉

争商标指定使用在第 42 类技术研究、建筑制图等服务项目上，

商标评审部门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均认定该商标构成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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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情形，北京知产法院则认为“Well building standard”

的描述不会造成误认，但可能缺乏显著性 7。本案诉争商标中的

“IWBI”为无含义字母组合，毫无疑问构成本商标的显著识别部

分，一审判决可能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才提示我局对显著性进

行审理。但本案诉争商标申请人的确曾在相同服务上申请注册

“Well building standard”商标，因此，该描述究竟构成误

认还是缺乏显著性，仍有探讨价值。从描述方式上看，该商标

与前述“上好佳”商标和“American Standard”商标具有明显

的相似性，都是对商品/服务质量特点的笼统描述，是商业实践

中常见的产品宣传方式，消费者通常不会将其作为商标加以识

别，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描述的非具体性，消费者很难对商品

的某种属性产生特别期待，也就谈不上被误导，有鉴于此，将

这一类标志归为禁用标志之列未免过于严苛。因此，在本案的

审理中，商标评审部门遵循“上好佳”案和“ American 

Standard”案的裁判思路，适用了 11.1.3 而非 10.1.7，我们

认为这种做法更为妥当。 

综上，当“欺骗性”条款和“显著性”条款同时进入裁判

人员的备选视野时，我们可以尝试运用以下规则厘清适用思路：

首先，区分诉争标识是绝对不得使用还是仅仅不宜注册；其次，

考量诉争标识的大量使用对可注册性的影响；最后，评估诉争

商标的使用是否会对相关公众造成实质性危害。 

7详见（2018）京 73 初 11337 号、（2019）京行终 556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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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含有本类某种商品通用名称的商标使用在本类其他商品

上是否构成误认 

商标中含有非显著部分很常见，但当这个非显著部分是通

用名称时，尤其是通用名称所指代的商品与诉争商标指定使用

商品具有一定关联时，商标与商品之间出现的名实不符是否足

以导致消费者的误认呢，在具体展开分析前，我们先看几个实

际案例。 

商标图样 商品 案件类型 被诉裁决 一审 二审 

 
29 类火腿、肉

罐头、牛奶等 

驳回复审 构成 10.1.7 所指

情形，应予驳回 

不构成 10.1.7，

撤销被诉决定 

10.1.7 成立，撤

销一审判决 

 

30 类馒头、银

丝卷、花卷等 

驳回复审 构成 10.1.7 所指

情形，应予驳回 

不构成 10.1.7，

撤销被诉决定 

10.1.7 成立，撤

销一审判决 

 
29 类炸鸡块、

鱼制食品等；

32 类果汁、可

乐等 

驳回复审 10.1.7成立 10.1.7 成立，维

持被诉决定 

二审中 

 20 类家具门、

餐具柜、床等 

无效宣告 10.1.7不成立 10.1.7 成立，撤

销被诉裁定 

维持一审判决 

由以上案例可见，在判定此类商标是否构成误认情形时，

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法院，判定标准均存在不一致情形，这种

不一致首先体现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内部的不一致，然后当

两个程序相遇，基于排列组合，外部不一致就是必然的了。因

此，此处的行政和司法判定标准不统一，最主要的不是二者在

观点上存在分歧，而是二者各自也未形成明确而统一的观点。 

误认说的理由主要是名实不符，商标给出的商品信息是 A，

结果实际买到的商品是 B。不误认说的支持者则认为具备日常

生活经验的消费者不会被误导。从消费者角度而言，在购物之

前，绝大多数消费者首先要确定的是买什么商品，然后才是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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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牌子的商品，即使是无目的式购物，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

力的消费者也不会因为商标中的商品信息而对实际购买商品的

属性发生误认。再从经营者角度来看，商标中的通用名称商品

往往是经营者的主打商品，例如注册在第 20 类餐具柜、家具等

商品上的 商标、注册在第 29 类板鸭、鱼制食品、豆腐

制品等商品上的 商标、注册在第 30 类糖果、甜食、饼

干等商品上的 商标、注册在第 32 类矿泉水等商品上的

商标等。经营者之所以要连同通用名称一起注册，有的

可能是出于使用惯性；还有可能是希望突出主打商品；甚至有

可能是基于广告效应的考虑，尤其是在主打商品已具有一定市

场影响力的情形下。市场主体通常都是理性的，我们无法想象

经营者主营商品是 A，却偏偏在商标中添加 B 商品信息，因为

这种行为对其自身发展并无益处。尽管从行政主管机关的视角

来看，这种商标确实存在名实不符的表象，但基于前述经营者

视角的分析，此类商标申请的主观意图通常并不在于欺骗，再

回到消费者视角的分析，此类商标的使用也大概率不会造成误

认。因此，在没有实证表明此类名实不符的商标会造成其他实

质危害前，授权确权机关不妨对商业逻辑予以一定的宽容和尊

重，将枪口抬高一寸，或许更有助于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二）关于既有并存排斥延续注册的问题 

在第 10008724 号 商标无效宣告案中，商标评

审部门认为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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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应予

宣告无效，但这一结论未得到两审法院的支持。两审判决认定

诉争商标的注册未违反商标法第 30 条的主要理由是：虽然诉争

商标与三个引证商标均含有“稻香”文字，但考虑到苏州稻香村

公司和北京稻香村公司各自的历史沿革及申请注册相关商标的

情况，“稻香村”更为相关公众所熟悉和认知，所以在诉争商标

与各引证商标整体外观和含义有别的情况下，相关公众可以区

分而不致混淆 8。我们认为，在双方当事人近似商标已经共存且

争议频发的情形下，除了能够增强区分性的注册申请外（例如

强调使用地域的“北京稻香村”商标），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宜再申

请注册与已共存商标近似的商标，以免进一步造成双方权利范

围的交叉，为消费者认牌购物增添新的干扰，从而加剧市场混

淆的可能性。 

以上理念可以归纳成一条简单且实用的规则：既有并存排

斥延续注册。这一规则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份裁判文书中有明

显体现。在第 11330056 号 商标无效宣告案中，最高人民法

院未支持洁涤商行关于诉争商标系延续注册的主张，理由是洁

涤商行的商标与白猫公司的商标因历史原因共存，且双方签署

了和解协议以尽可能避免市场混淆，在此情形下，维持诉争商

标注册不利于双方划清彼此商标标志界限，并破坏已经形成的

市场秩序 9。无独有偶，在第 2018250 号 商标异议复审案

8详见（2018）京 73 行初 8584 号、（2020）京行终 1509 号。 
9详见（2019）最高法行申 457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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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高人民法院同样未支持卡帝乐公司的延续注册主张，再

审判决指出诉争商标与卡帝乐公司已注册的第 1331001 号商标

存在显著不同，与引证商标更加近似。在被异议商标申请人明

知或应知在先引证商标仍继续申请注册并使用近似商标的情形

下，如果仍然承认在此种行为基础上产生的所谓市场秩序或知

名度，不利于有效区分市场，也不利于净化商标注册、使用环

境 10。 

（三）在先权利嗣后失效的情势变更认定 

商标授权确权中的情势变更情形绝大多数出现在驳回复审

案件诉讼中，由于在后商标尚未获准注册，其与在先商标的权

利冲突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因此，一旦在先权利消灭，无论

是自始消灭还是嗣后消灭，对情势变更的认定都不会产生影响。

但在诉争商标已经取得授权的无效宣告案件中，在先权利被无

效或撤销对情势变更的认定是否会产生影响，司法实践中存在

明显的分歧。 

在第 3907566 号 无效宣告案中，诉争商标申请日为

2004 年 2 月 10 日，注册日为 2009 年 2 月 21 日，而无效申请

人请求保护的外观设计专利权申请日为 2002 年 9 月 3 日，专

用权期限截止于 2012 年 9 月 3 日。在行政程序和一审程序中，

商标评审部门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在先权利已不存在

为由，未支持申请人主张。但在二审程序中，北京市高级人民

10详见（2020）最高法行再 1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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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 18 条，认为判断诉争商

标是否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一般以诉争商标申请日为准。

如果在先权利在诉争商标核准注册时已不存在的，则不影响诉

争商标的注册。本案诉争商标于 2009 年 2 月 21 日获准注册，

其时请求保护的在先外观设计专利权仍在有效期，因此，商标

评审部门未就诉争商标是否损害无效申请人在先外观设计专利

权进行实质审查，法律适用明显错误。诉争商标注册人提起再

审，认为本案应优先适用司法解释第 28 条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并非任何事实变化的出现都会导致第

28 条的无条件援引，应在维护规范体系统一性的前提下，兼顾

第 18 条规定。由于本案中的在先外观专利权系自然失效，不产

生自始无效的法律后果，不影响其作为诉争商标核准注册时

“在先权利”的资格，因此，本案不适用情势变更规则 11。在

第 16071569 号 商标无效宣告案中，诉争商标核准注册

时他人在先著作权尚在，二审诉讼中，在先著作权保护期届满

自然失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仍认定诉争商标构成商标法第

32 条所指的损害他人在先著作权情形 12。但在多件涉及商标法

第 30 条适用的无效宣告案件中，无论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还

是最高人民法院，在适用情势变更规则时并未区分在先商标权

11详见（2019）最高法行再 51 号。 
12详见（2019）京行终 998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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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无效宣告或撤销的情形 13。但在先商标权因三年不使用被撤

销所产生的嗣后无效情形，与在先外观专利权或著作权期满自

然失效情形对案件的影响并无二致，即在诉争商标核准注册时

在先权利都是有效存在的。因此，上述裁判在理念上存在明显

矛盾之处，情势变更规则在此种情况下能否适用有待进一步探

讨。 

（四）姓名权的保护应区分人格法益和财产法益 

商标授权确权实践中保护在先姓名权的案例并不少见，但

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在保护姓名权时都没有区分究

竟是人格法益受损还是财产法益受损。当人格法益和财产法益

由同一主体享有时，不做区分的保护模式最多是在说理部分失

之精确，但当人格法益和财产法益出现分离时，笼统的姓名权

保护模式可能会导致结论上的南辕北辙。 

人格法益和财产法益分离的一个典型情形是姓名商标所有

人与姓名权人并非同一主体。例如第 13603782 号 商标

（以下称诉争商标）无效宣告案。在本案中，诉争商标原所有

人诚隆公司在申请注册诉争商标前，已经从无效宣告申请人皮

尔卡丹处受让了 8 件注册在第 18 类上的含有“pierre cardin”

文字的商标，前述 8 件商标移转后，皮尔卡丹本人在第 18 类商

品上不再持有以其姓名为显著部分的商标。本案诉争商标获准

初步审定后，皮尔卡丹以诉争商标损害其在先姓名权等理由提

13具体可参见(2020)京行终 365、1105、6275 号，（2020）京行再 2 号，（2020）最高法行再 141、228、
36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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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异议，异议未获支持后又提出无效宣告。商标评审部门同样

未支持皮尔卡丹的无效主张，对诉争商标的注册予以维持。在

评述皮尔卡丹提出的姓名权主张时，被诉裁定认为：诉争商标

整体上与此前受让的“pierre cardin”系列商标高度近似，未

改变显著识别部分，并且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亦未超出受

让商标所涵盖的商品范围，其注册应不会损害申请人的利益，

未侵犯申请人的在先姓名权。皮尔卡丹不服诉至法院，北京知

产法院认为之前的商标转让协议中并未授权诚隆公司有权自行

申请包含“pierre cardin”字样的其他商标，因此，诉争商标

的注册未得到皮尔卡丹的授权或许可，其注册和使用不正当借

用了皮尔卡丹先生的知名度，损害了其在先姓名权。商标评审

部门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审判决 14。

我们认为本案的判决理由值得商榷，既然皮尔卡丹已将第 18 类

商品上的全部同名商标转让给诚隆公司，诚隆公司在后注册的

诉争商标亦未超出前述受让商标的权利范围，如果前述转让行

为是合法有效的，诉争商标究竟以何种方式损害了转让人的姓

名权呢？当不同主体对相同姓名符号各自享有商标权和姓名权

时，如何厘清各自的权利范围？要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对皮

尔卡丹同名商标转让行为的性质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 

从人格权的发展演变来看，对姓名等人格要素的经营性使

用催生了人格的财产化，有学者称之为“典型人格权的积极财

产化”15。与根植于精神层面的纯粹人格利益相比，这种人格财

14详见（2018）京 73 行初 9498 号判决、（2019）京行终 3370 号判决。 
15
详见陈传法《人格财产及其法律意义》，载于《法商研究》201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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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可以与主体分离，主要表现在人格财产可以被许可使用、转

让和继承。这种独立性使得人格财产可以单独成为侵权行为的

对象。在商标领域，将姓名、肖像等作为商标注册并使用是很

常见的人格要素商业性使用模式，使用主体可能是本人，也可

能是本人授权的其他经济实体。在这种模式下，使用主体对人

格要素的支配往往不涉及精神利益，而仅仅是发掘利用人格要

素的财产属性，在这一过程中所生之纠纷也多涉财产利益，而

无关乎纯粹人格利益。 

具体到本案，皮尔卡丹同名商标作为姓名财产利益的载体

在一定条件下可独立于人格而存在。当皮尔卡丹转让其同名商

标时，从表面上看，被转让的是商标权，但问题在于“皮尔卡

丹”这一姓名符号此刻不仅是商标权的载体，同时还是姓名权

的载体。当商标持有人和姓名权人不同一时，姓名符号的指向

即出现分离，皮尔卡丹商标（仅指发生过转让的第 18 类商标）

指向商品来源，皮尔卡丹姓名则指向自然人皮尔卡丹，这种指

向分离是人格财产利益具有独立性的明证。因为，如果不承认

人格财产利益可独立于人格而存在，则皮尔卡丹商标仅得依附

皮尔卡丹本人而存在，根据《民法典》第 992 条人格权不得放

弃、转让或者继承的规定，皮尔卡丹本人亦无权转让其同名商

标。但《民法典》第 993 条又规定民事主体可以将自己的姓名、

名称、肖像等许可他人使用，这恰恰体现了立法者对人格财产

利益可独立存在的肯定。 

综上，皮尔卡丹转让第 18 类商品上的同名商标，本质上是

对其姓名财产利益的部分让渡。同时，商标法基于防止混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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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要求近似商标一并转让，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皮尔

卡丹转让的是其在第 18 类商品上的 8 件同名商标，但转让标的

实为皮尔卡丹姓名商标在第 18 类商品上的财产利益。而本案诉

争商标恰恰申请注册在第 18 类商品上，是诚隆公司受让取得的

财产权益范围，是皮尔卡丹已经让渡出去的财产权益范围，两

审法院认定其损害了皮尔卡丹的姓名权缺乏事实依据。 

（五）关于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 

从 2001 年接受司法审查时起，商标授权确权案件的诉讼就

被定性为行政诉讼，其审理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因

此，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的新理由不应纳入商标授权确权行政

诉讼的审理范围。例如在前述第 907566 号 商标无效宣告

案中，再审申请人称其在二审程序中提出了另一件外观设计专

利权，但二审判决遗漏了该在先权利基础。对于此项主张，再

审判决认为再审申请人在评审程序中并未援引该在先权利，即

使其在二审程序中将其作为新的权利主张提出，因已经超出了

本案具体行政行为审查的范围，二审法院亦不应予以审查，故

再审申请人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16。基于多年评审诉

讼经验，我们一直以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此问题上已经达

成了共识，但近期出现的个别采纳诉讼新理由的司法判例使我

们认识到，有必要再次对此问题予以澄清。 

16详见（2019）最高法行再 5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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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商标系列无效宣告案中，无论是在评审程序中还是

在两审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都是诉争商标的显

著性问题，但在再审程序中，一方当事人新增了诉争商标具有

不良影响的理由，合议庭对新理由进行了审理并作出了实体性

认定 17。我们认为，本案的裁判思路迥异于以往的司法实践，

在程序上亦存在明显失当之处，并可能对商标授权确权制度体

系造成不良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根据行政诉讼的性质，具体行政行为未涉及事项原

则上不属于司法审查范围。 

在行政合法性审查中，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是否合法是

重要的审查对象。具体到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根据依法行

政原则，商标评审部门必须在《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条例》

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对商标授权确权案件进行审理。前者主要规

定了商标评审部门可以审理的案件类型，后者则对各种案件类

型 的 审 理 范 围 作 出 明 确 规 定 ， 详 情 可 参 见 下 图 ：

17详见（2019）最高法行再 23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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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除《商标法实施条例》第 52 条第 2 款规定的驳回复

审依职权审理情形外，商标评审部门对其他案件的审理仅得依

当事人申请进行。对于当事人在评审程序中未涉及但在诉讼中

提出的新理由，商标评审部门根本无法进行审理，该理由当然

不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因此，除非行政机关存在不作

为情形，法院不应就行政行为未涉及事项进行主动审查。 

第二，在双方当事人案件中采纳诉讼新理由，剥夺了当事

人的审级利益，不符合正当程序的价值理念。 

在双方当事人案件中，如果一审法院采纳了诉讼新理由，

另一方当事人将因此丧失行政审级利益，如果诉讼新理由出现

在二审程序且被法院采纳，则另一方当事人不仅失去了行政审

级利益，同时也被剥夺了上诉权，相当于丧失了双重审级利益。

而在前述的“大姨妈”商标无效宣告系列案中，当事人跨越行

 20 



政、司法两审共三个审级，在再审程序中提出新理由并获得支

持，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了更巨大的审级利益损失，难谓程序

正当。 

第三，司法机关在商标行政案件中采纳诉讼新理由，对商

标授权确权制度的体系价值可能造成损害。 

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商标授权确权工作系行政机关的职能

范围，如果允许司法机关直接审理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的新理

由，无异于架空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机关的职能，不符合制度设

计的分工要求，也与司法机关一贯的做法不相符。例如在商标

评审部门漏审当事人理由的案件中，司法机关会基于程序违法

判决行政机关败诉，但绝不会直接对行政机关漏审的主张予以

审理，有判决明确指出这样做的原因是防止剥夺当事人的审级

利益 18。无论是行政机关漏审的主张，还是在行政程序中根本

未涉及但在诉讼中提出的新主张，其共性在于都未曾经过行政

机关审理，司法机关对于此类情形应采取一致的处理方式。如

果司法机关越过行政机关进行审理，其工作性质就发生了改变，

由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关变成了代行具体行政行为的

机关，这种做法不仅违反职能分工，同时还有既当运动员又当

裁判员之嫌，对司法中立和司法公正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

从表面上看，对商标注册事宜先由行政机关进行审理体现的是

审级利益，但这种审级利益的背后蕴含的是职能分工的合理性，

18具体可参见（2018）京 73 行初 12148 号、（2018）京行终 6240 号、（2019）京行终 57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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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制度设计的科学性。 

第四，对于违反公共利益的商标注册申请，《商标法》提供

了多种救济途径，在可以另案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司法机关采

纳诉讼新理由的依据并不充分。 

《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120 条规定，当事人的再审请

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

另行起诉。当事人在“大姨妈”商标再审案中提出的新理由恰

恰是可以另案解决的。根据《商标法》第 44 条第 1 款规定，当

事人可以随时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而不受任何期限或主体上的

限制。也就是说，对于可能涉及违反公共利益的已注册商标，

《商标法》提供了多种解决途径，这与民事诉讼中法院对违反

公共利益情形可主动审查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再审法院面对

当事人的新理由，可以通过告知当事人另行提起无效宣告予以

解决。 

第五，受《商标法实施条例》第 54 条的限制，采纳诉讼新

理由的判决可能造成执行困境。 

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第 54 条的规定，商标评审部门在

审理当事人提起的商标无效宣告案件时，应当针对当事人申请

和答辩的事实、理由及请求进行审理。因败诉而进入重裁程序

的商标评审案件并非一个新案件，重裁的本质亦是对原案件的

重新审理。因此，商标评审部门在重裁过程中仍要受前述规定

的限制，不得超出当事人请求的范围，而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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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理由显然并非原案件当事人请求的范围，所以，即使法院

采纳了诉讼新理由，相关判决也将面临无法执行的尴尬境地。 

                        （撰稿人：孙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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